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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日難民相關研究史──以印度支那難民為中心  

 

  所謂難民，是指那些生活受到威脅，為了求得更好的生活而逃出自己所屬國家，從而喪

失其所屬國家保護，處在無國籍狀態的人們。難民營也好，或是「願意接收」國中的社會也

罷，他們被邊緣化，且他們必須在雙重的疏離狀態中，重建自己的生活。圍繞著難民（包含

不被認定為難民的庇護申請者等等）的那些法律地位以及社會地位的問題，事實上是相當複

雜的。不能簡單地將他們等同於那些跨越國境的移民。是故，對於難民的研究，重點都放置

在分析產生難民的社會構造，以及如何恢復並保障那些被迫離開國家庇護之外的每一個「赤

裸生命」（Giorgio Agamben，2003）的安定生活。 

  那麼，在日難民的研究在日本是如何進行的呢？日本不是產生難民的一方，而是作為從

他國接收難民的一方，而被國際社會要求要有所應對。（本次發表雖不深入討論，但我們有必

要先認知，日本也是一個在過去因為帝國的擴大與解體，在佔領地或是日本國內產生了大量

的難民的當事人（市野川，2007））對於移民的接收，日本從戰後開始就採取一種非常消極的

態度，而對於難民的接收也是一樣的。  

  日本對於印度支那難民的接收，對此帶來了很大的轉機。所謂印度支那，是指越南、寮

國以及柬埔寨三個國家。1975 年 4 月，越南戰爭結束之後，這三個國家相繼誕生了新的社會

主義政權。在如此巨大的社會變革當中，過去曾是彈壓對象的舊體制關係人士，或是因為經

濟體制的驟變變得貧窮的人們相繼離開故鄉，搭著小型船隻等等逃向了海外。那些被救助的

印度支那難民雖然寄身於日本，但當時日本僅承認他們的短期滯留，並不允許他們定居下來。

這樣的態度受到了來自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的批判。到了 1979 年，日本才終於許可了他們

能夠定居下來。對於印度支那難民的接收，成了日本批准難民條約、國際人權條約的契機，

其他在日外國人的處境也因此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田中，1999）若說在日難民的研究，是發

端於對於印度支那難民的研究，則應該也不算過分。如何與新進到日本、社區中的印度難民

共處，進而達成社會的統合？以此為課題的相關研究，累積了不少成果。  

  在接收的初期，首先進行的研究是，摸索出一個如何有效率地建立他們生活基盤的支援

方法。這些多是以日文學習等教育方面為主的研究。（西尾，1988）（福留等人，1994）至於

就業輔導或是居住地等等具體的生活事宜，則始終採用現況報告。（內閣官房印度支那難民對

策連絡調整會議事務局編，1989 等等）從開始接收之後經過數十年，從原有的國家所招來的

家人或是配偶，以及在日本出生的第二代，讓印度支那的難民家族、地域型社會的構成愈來

愈多樣化。他們所承擔的問題也變得複雜化。掌握教育現場或是社區當中，難民第二代學習

支援的實際情況，並思考今後的發展，成為了針對這些他們所承擔的問題進行研究時的研究

重心。（乾，2009）（大谷，2012）到了這個時期，由於相關問題與 90 年代所增加的其他新進

成員所抱有的問題多有重複，故專門針對難民的研究就持續減少。但在另一方面，在社會學

或是文化人類學的領域當中，則是記錄了他們身為難民的經驗，以貼近他們生活的方式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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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因為難民也有可能返回原先的國家，故祖國或是接收國的狀況會帶給難民生活怎麼樣

的影響？在那之中他們如何維持跨國的聯繫？一邊處理在日本的生活問題，是否一邊形成了

地域性社區？這些問題漸漸明朗化。（川上，2001）（戶田，2001）（野上，2010）。再加上，

作為印度支那的難民而渡日的越南籍難民，他們大多居住在長田地區，這個地區因為 1995

年的阪神大地震而受到嚴重的打擊。而在急難時的支援、地區的復興或是個體生活的重建當

中所浮現的民族性的問題，也再度促成了處理印度支那難民問題的契機。（住村，1997）（川

越，2009）  

 雖然有些粗略，但有關印度支那難民研究的發展可以說就是如同以上所述的那樣。然而，

以日本境內的少數人口群來說，人口數不到一萬的印度支那難民，作為在日外國人而被歸類、

作為難民研究而被標榜出來的情況是相對較少的。只不過，日本在 2010 年試驗性地引進第三

國定住制度，接收了八十六名的緬甸難民。據此，認為這是從印度支那難民的接收中所得到

的教訓的相關議論，也再度增加了。  

 但另一方面，日本即便接收了印度支那的難民，但在那之後，對於難民接收的消極態度並

沒有因此消減。（根據 2014 年所發表的日本難民認定人數只有十一人的這件事，也可清楚看

出日本的封閉性）在這種情況下，對於一邊等待著難民認定結果，一邊在沒有法律保護的惡

劣環境下生存的難民申請者的相關研究，被認為是相當重要的。（森谷，2011 等等）綜上，

可以說今後也有必要在掌握複雜情勢的同時，去反映國際社會與日本社會的狀況，而展開短

期以及長期的在日難民研究。  

 

二、筆者截至目前為止的研究成果──在日越南「難民」  

 

 上述所謂支那難民的八成人口是從越南過來的，筆者過去曾著眼於此，以日常生活的「食」

作為切入點進行調查，試圖捕捉難民生活的樣態。移居者在異文化的地方品嘗到故鄉料理的

這件事，是與心靈療癒、自我認同的保持或是形成相關連的。然而，在不同的自然、社會環

境下，要得到故鄉的「食物」，則需要採取與故鄉不同的作法才有辦法做到。筆者的研究著眼

於那個作法，將「為了『重現』故鄉的料理，在入手食材時所產生的與社會、市場、自然環

境之間的關連」定義為「入手食物之實踐」，並把它做為一種試圖捕捉其生活世界時的分析視

角。筆者將越南籍住民的集中居住區域之一，兵庫縣姬路市，做為調查的對象。姬路市的這

塊集中居住區域，在它近郊的工業・住宅混合區中，留有那些免於都市化命運的耕作地。此

外，他們的生活環境，他們所就職的製革廠或是肉品處理廠，與群聚起來的那些被歧視的部

落民區域有密切的關係。越南難民們利用這種特殊的區域性，以便宜的價格向在肉品處理廠

工作的其他越南人購買平常難以入手的內臟等肉類，並且向該地區的居民借用棄耕地等等，

來獲得必要的食材。換言之，吃著自家文化的食物的這種在家庭內所發生的私領域的行為，

即便不介入商業行為，也能成為與該地區其他的居民之間建立起嶄新關係的契機。  

 透過「入手食物之實踐」的分析，使得族群網絡、與地域中其他住民之間的關係如何開展、

開展時家族成員的分工如何進行等問題明朗化。研究的結果，可以說從另外的角度，補充了

與社區間的居民所發生的衝突及其解決等等，這些以往重視「支援」的研究所指出的難民生

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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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做為一名研究者與共鳴者──兼及筆者所處的位置  

 

 在進行上述的研究之時，首先筆者為了研究調查而接觸的是一位筆者從小就認識的越南女

難民。兵庫縣姬路市是筆者的出生地，家父也在越南難民們同在裡頭就職的小工廠裡工作，

是故從小就有不少與越南難民的大人們談話的機會。（雖說一年當中只算得上有幾次）此外，

中學的時候，筆者曾經上過一位十來歲時就做為難民渡日而來的越南女數學教師的課。之所

以有這種相遇的機會，是因為筆者所上的中學，與致力於印度支那難民的教會有關係，是一

所具有傳教性質的私立學校。只不過，為何越南人多住在姬路市？則是當時的筆者所不會曉

得的。越南人的存在是如此地理所當然，但與此同時，他們的來歷卻是無從得見的。筆者於

大學時期在閱讀有關在日外國人的書之後，才第一次知道有支那難民，姬路市曾有座接收支

那難民的中心，以及筆者所遇到的越南人們大多是以難民身分來到日本的這些事。筆者受到

了雇用了許多以越南難民為首的在日外國人的產業的恩惠，並且受到研究所擴充化，此一社

會背景的影響，才能順利升上大學／研究所。對筆者來說，這些事實帶來了衝擊。筆者之所

以著手於越南難民的相關研究，是為了要自省式地去了解此一社會構造的面相。筆者也想從

越南難民們的生活去思考自己在社會上的所在位置（加害以及被害）。同時，筆者也想要從少

數族群所抱有的生之艱難，以及為了打破這艱難該運用地區中的哪些社會關係及資源的這點，

去了解共存的方式以及程度。  

 之所以刻意寫出這些私人的事情，是因為筆者在進行調查的時候，重新遭遇到了那些在筆

者過去只是單純經過的那些地方、家庭中生活著的人們。對於越南難民社群的調查，也讓筆

者意識到過去對於自己的出生地僅有片面的了解。可以說，筆者與越南難民之間的往來是有

一種必然性的，在掌握社區狀況的時候，筆者不僅遇到了越南難民跟他們的家人，還有社區

中那些特意去跟那些難民往來的其他人。廣田用「共鳴者」來表現這些「比方說透過自身的

生活價值或是職業上的關係等等，對於那些跨越國境而來的人們，給予某種意義上的共鳴，

並且取得了共同的步調、組織人際關係網的人們」。（廣田 2003：11）筆者所遇到的這些共鳴

者當中，並不是只有因為身為教師或是雇用者等等工作上的關係才不得不去面對難民的人，

而有那種不把偶然的緣份視作一時性的東西，長期保持著自身的生活與難民之間的關係的人。

從這些共鳴者的話語中，筆者了解到他們跟越南難民之間的相遇是怎麼一回事，並藉此考察

到社區在接收難民時所感到的衝擊，以及日日所會發生的問題。這對僅僅傾向於去了解越南

難民狀況的筆者來說，相當程度地啟發了筆者，讓筆者知曉社區對於他們所投向的眼光，以

及這樣的眼光對於他們的一種自我認識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與此同時，筆者在進行調查當

中，覺得共鳴者們比越南難民們更希望筆者成為一名共鳴者，而筆者也有意識地去參與其中。

身為研究者及研究所學生的筆者，針對作為一名共鳴者具體能作些什麼的問題，並不想輕易

地給出答案。只不過，在對於越南難民的支援逐漸發展的過程當中，與此相關的研究者們帶

來了什麼樣的效果？對此，即便是在詢問自身位置的這層意義上也好，在筆者與共鳴者們的

相遇以及啟發當中，筆者感覺到有繼續將此列入研究視野之中並持續進行調查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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